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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激励高校教师提高知识生产动能，促进人才良性流动，我国在高等学校实行了教师聘任制改

革。本文以Z大学为观察点，沿着该校聘任制“高压力带来高产出”的政策逻辑，采用自然实验法，对制度的

实施效果进行了评估。研究发现，Z大学聘任制改革并未如预期显著促进青年教师科研产出的“质”，也未显

著提升其科研产出的“量”。为进一步优化聘任制，高校应专注于制度的人才筛选逻辑初衷，尊重自身于长

期实践摸索出的教师科研产出速率，为青年教师提供压力合理的教学科研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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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ncourage college teachers to actively engage in the academic production process and
streamline the upward mobility of talents, China implemented the teacher tenure track system in higher education.
Taking Z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following the policy logic of its tenure track system, this study used the natural
experimental design to evaluate the policy effect of the system. The findings revealed that the tenure track system
reform in Z university promoted neither the "quality" nor the "quantity" of young teachers' academic research
output significantly. To optimize the positive effect of the tenure track system,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s should
focus on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the talent screening logic of the system, recognize the nature of long-term practice
and growth rate of teachers' academic research output, and provide young teachers with a friendly environment for
teaching and academic research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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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高校教师的素质和发展直接决定着高校的办学

能力和水平。为了激励高校教师提高知识生产动能，

促进人才的良性流动，我国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提出在

高等学校实行教师聘任制①，又称“预聘—长聘”制度。

这是一项通过一段时期的预聘期，遴选出符合高校要

求的专任教师，并在其进入长聘期后给予优厚的科研

资源、经济保障和学术自由度的用人制度[1]。青年教

师能否从预聘进入长聘，是以预聘期科研产出为主要

考核标准。

2003年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为代表的极少数高

校开始“试水”该类人事制度改革。《教育部关于2013

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将建立教师退出机

制作为高校教师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2015年，

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拉开帷幕，为聘任制在高校的

落地注入新的动力。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对传统事

业编制进行改革。据尹木子基于各大学官网的不完

全统计，截至2018年底，全国约有112所大学实施了

“预聘—长聘”制度。

聘任制改革正以燎原之势推进，但也渐入深水

区。一方面，聘任制打破了“铁饭碗”，引入竞争机制，

形成“能进能出”的流动局面，对完善我国高校师资管

理、人才选拔、绩效管理等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成为当

前高校主推的人事管理改革。另一方面，十几年来伴

随我国高校聘任制改革的是峰峦叠起的热点事件和

一浪高过一浪的争议。近年来对聘任制的热议主要

集中于带有“非升即走”或“不合格即走”性质的预聘

期考核的合理性。

对聘任制，尤其是“非升即走”预聘制的研究也一

直是学界的热点。我国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前期多

以比较研究为主；近几年，评估该制度实施效果的研

究逐渐增多。在后一研究源流中，又以主观经验型研

究居多，或者通过问卷或者访谈，收集提炼专任教师、

管理人员等对该制度的感受及行为反应。鲜有学者

沿着“预聘—长聘”制的政策逻辑，就其对高校教师队

伍科研产出的影响效应进行科学检验。本研究以Z大

学为观察点，运用政策评估中的“自然试验”研究方

法，以该校青年教师预聘制度背后的政策逻辑为着眼

点，检验其对青年教师的科研产出影响。希望本文的

研究结果可以为已经实施和即将实施“预聘—长聘”

制的大学，以及对仍在持续中的关于“非升即走”合理

性的讨论提供新的视角和有说服力的证据。

二、文献回顾与述评

对于聘任制对教师科研产出的影响，无论是主观

经验型还是实证型研究，并没有形成一致结论。但总

的来讲，呈现出泾渭分明的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由于聘任制引入了竞争与问责

机制，对高校教师不仅主观上有激励作用，而且客观

上也促进了科研产出的数量。此观点集中反映在域

（境）外学者的研究。总体而言，这些研究认为，“预聘

—长聘”制度对青年教师的学术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它不仅在青年教师融入学术团体、获得身份认可的社

会化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2]，而且从预聘到长聘的

升职动机也有助于促进教师学术产出提升[3]。布兰德

（Bland）等[4]通过对1200份有效问卷分析，发现长聘轨

道全职教师比非长聘轨道全职教师在科研时间方面

平均多投入4%，而且产出是后者的2~3倍。

从制度对科研产出客观影响的角度，多个研究利

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特定教师群体进行了长达10

年以上的追踪，发现这些教师在预聘期的产出数量明

显高于长聘期。比如库普、斯密兹和华兹耶挪斯基

（Coup，Smeets & Warzynski）[5]对1000位经济学者30年

间的科研产出趋势的分析显示，其论文在预聘期间稳

定 上 升 ，却 在 长 聘 之 后 突 然 下 降 。 布 朗 加 德

（Brogaard）等[6]通过分析不同聘任轨道经济学教师的

科研成果数量，模拟测算出该群体教师论文发表数量

在取得终身教职后的两年内下降 15%，十年后下降

35%。但是，布朗加德等强调，随着聘任稳定和职业积

累增长，教师的论文质量和学术贡献度亦随之上升。

还有研究指出西方高校学术出版物数量在 2006—

2016年十年间增加了56%，并以此从侧面证明大学的

预聘—长聘制度对教师的科研产出具有积极影响[7]。

在我国迄今极少量的考察预聘—长聘制度实施

效果的实证文献中，也有研究发现聘任制在某些维度

提升了中国大学的科研生产力。比如，尹木子[1]基于

“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发现2016—2018年

实施预聘—长聘制度的大学大幅提升了国际期刊论

文发表数量，但中文期刊发表数量没有明显增长。

第二种观点认为，聘任制对教师学术产出的影响

并不显著；在某些研究中，该影响甚至对青年教师的

科研发展呈现出消极状态。比如劳德尔（Laudel）[8]对

比了澳大利亚、德国和荷兰3个国家的青年教师的科

研行为后发现，不分国界，预聘状态不同程度地影响

了大部分青年教师的研究自主性。劳匝娄、兰瑞毋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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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金格拉斯（Lozano，Lariviere & Gingras）[9]则进一步指

出，预聘考核的指标不能很好地反映个别论文的学术

质量，年轻学者为了能在有限的预聘年限内最大限度

地提高研究成果数量，更倾向于选择趋近主流的研究

课题和方法，从而限制了部分领域或学科对新知识的

探索。我国学者也揭示出相似的主观感受与行为表

现。黎万红等[10]通过对我国9所高校1770名教师进行

问卷调查，对60名教师进行访谈，发现聘任制改革使

得青年教师工作压力巨大，而且学术工作受到诸多限

制并愈发标准化。

从客观影响的角度考察，“预聘—长聘”制度对科

研产出并无显著影响的发现主要集中于我国学者的

相关实证研究。比如，杨希、李欢[11]随机选取了45个

国家重点实验室，对45岁以下的全职教师的科研产出

进行了3年期跟踪，发现实施“预聘—长聘”制度对青

年教师的论文数量和质量的影响都不显著，未能有效

发挥预期的激励作用。尹木子[12]在其2019的大学个

案分析中，对一所地方高校进行了为期5年的跟进调

查，发现该校整体科研产出并未有显著提升。

我国现有的致力于评估聘任制实施客观效果的

文献，不仅凤毛麟角，而且存在较大的局限性。主要

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研究方法探测力偏弱，样本代表性不强。

比如，有研究选取国家重点实验室青年教师为研究对

象。这部分教师在高等教育系统中本身就是少数，其

工作内容以及科研模式与一般教师有较大区别；更何

况该研究中实施聘任制的实验室仅占据了45个随机

样本的15%，也就是7个。就研究方法而言，大多采用

了多元回归等计量方法，尽管在探测制度影响力时尽

量控制了多个因素，但这种控制无法真正穷尽，因此

研究者们呼吁未来研究采用更严谨的“准自然实验”

方法考察聘任制对学术产出的影响[11]。

第二，研究内容与研究问题不符。比如，研究问

题为“预聘—长聘”制度对中国大学科研生产力的影

响，却并没有能够将学生的科研成果从教师成果中区

分出来。鉴于实施聘任制的大学主要分布于部属院

校，其研究生队伍的规模通常是教师队伍的数倍，导

致整个研究实质上检验的是覆盖面更加宽广的改革，

比如“双一流建设”项目对我国大学整体科研产出的

影响。如果不能成功将学生成果从整个学校的产出

中精准析出，那么对聘任制实施效果的评估将大概率

出现偏差，甚至得出错误的结论。

第三，评估逻辑与政策逻辑不符。要检验某项改

革的实施效果就应沿着该改革自身的政策逻辑进

行[13]。“预聘—长聘”制度是一个典型的以个体教师为

目标单位的改革，因为该改革的评价内容以及评价标

准均针对个人业绩，而非集体业绩。因此，域内外部分

研究对该制度的效果评估仅仅看改革实施前后的集体

科研总量变化不尽科学，该效果评估更应该检验的是

基于个人层面的差异，也即“人均”变化。仅观测总量

变化隐藏着通过增加人员规模，扩大产出总量的判断

盲区风险。因此，评估聘任制的实施效果在当前阶段

宜采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策略，首先明晰特定聘任

制的政策逻辑内涵，然后再沿着该逻辑进行效果评估。

三、我国高校教师聘任制政策逻辑

终身教职制度维护学术自由的政策目的与目标

的达成主要依托于预聘制的人才筛选逻辑。经过长

期发展，该逻辑在实践中趋向了一种通用模式，可大

致描述为：预聘期6年或更长，评价标准以晋升该校副

教授的条件为基准，主要覆盖科研、教学、公共服务三

个维度，但科研标准权重明显高于后两者[14]。终身教

职制度人才筛选逻辑所带来的学术竞争力提高以及

学术劳动力流动性增强等附加效果与我国高等教育

在现代化建设时期的人事改革需求相契合[15]，于是许

多高校借鉴了该人才筛选逻辑及其通用实践模式。

三个细节可以帮助判断具体聘任制是否修改了通用

的政策逻辑及实践模式：预聘年限，评价标准和考核

机制。前两者往往交织在一起。

（一）预聘年限与考核标准

关于预聘年限与考核标准，常见的修改包括，但

不仅限于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将6年晋升副教授的一般做法进一步加码，

要求于3年内晋升副教授，否则“非升即走”。

第二，预聘期3年，但不以副教授晋升条件为考核

标准，而是将目标定位于高级别论文与项目，因而实

质上考核标准比副教授晋升条件更高。

第三，预聘期为“3+3”年，而非6年，即合同3年一

签。达到第一个3年条件的教师并不直接进入长聘，

而是继续接受第二个3年的考察，合格后方能进入长

聘，不合格则同样“非升即走”。

（二）考核机制

域外考核机制以质性评价为主，对量不做硬性规

定[14]。其考核规定中常见的表达为“（预聘教师）需展

示出进行原创性和联想性工作的能力，以及持续贡献

重要学术产出的潜力”。我国高校预聘考核与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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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以量化评价为主，在数量前提下追求质量。其考

核规定中常见的表达为“（预聘教师）需公开发表X篇

某某级及以上论文，获得Y个某某级课题立项”。在

具体执行考核标准时，我国大学又通常采用两种方法

来判断被评议教师是否达标。

第一，“数数目”机制，即严格比照论文和课题数

量要求，达成一个核算一个，作品之间不能互相折算。

比如，假设考核标准为3篇B级及以上论文，1个国家

级课题，但如果聘任教师仅完成了论文，即使3篇都是

A级论文，也可能面临解聘的结果。

第二，“积分制”机制，即按照一定规则将科研考

核标准转化为积分要求。这是一种相较于“数数目”

更灵活的考核机制。在积分制下，即使某些维度有欠

缺，也可通过在其他维度的努力进行补充从而取得长

聘资格。比如，仍以第一条中的举例来说明，该教师

在“数数目”考核机制下可能面临解聘，但在“积分制”

机制下则可能留任。

四、研究设计

（一）关于“自然实验”法

对政策逻辑以科研产出提升为中心的聘任制实

施效果的评估，本质上是探测聘任制与教师科研产出

提升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聘任制为“因”，科研产

出提升为“果”。因果关系的确立有一个非常重要且

关键的前提，即“果”只能由该“因”得来，如果有其他

潜在的因素影响未能被排除，那么因果关系将不能成

立。在当前的研究技术条件下，“实验法”是众多研究

方法中，能相对尽可能多地排除其他因素干扰，以检

验两个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方法[13]。

在政策学领域，人为地将个体（或群体）对象进行

适用特定制度或不适用特定制度的随机分配在现实

中很难实现，因此多依赖于“自然实验法”进行效果评

估。这种方法的特点是研究对象被自然地或被其他

非观察者控制因素暴露在试验或对照条件下。

（二）选择Z大学为研究案例的原因

选择Z大学为本文研究案例是因为该大学基于其

他需要，无意中间接构建了一个可以进行聘任制效果

评估的“自然实验”环境。

Z大学是一所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主干学科的教育

部部属院校，其专任教师队伍规模约1500人。2012

年，为扩大海归教师的引进规模，该校在经济、法律、

管理三个主干学科设立了“3+3”式预聘制度。与其他

兄弟院校不同，该校并非新进教师全员聘任，而仅对

海归博士开放，本土博士仍然进入传统事业编。在

2012—2015年期间，主干学科海归必须进入“3+3”。

这一强制性的规定恰好很大程度满足了实验研究中

最关键的随机分配原则，因为海归与本土博士虽然看

似来自不同的学缘体系，但就其入职时的科研胜任力

而言，个体间差异却是随机分布的②。此外，在“3+3”

实施过程中，预聘教师与事业编同侪面临共同的学

校、学科、学院三层软硬环境。科研胜任力随机分布

和共同的组织环境使得绝大部分可能影响青年教师科

研产出的集体因素（除预聘制外）和个人因素均在Z大

学得到了有效控制。如果预聘制教师的平均科研产出

高于事业编，则Z大学的聘任制度逻辑有效。2016年，Z

大学对年薪制的进入条件进行了调整，打通了两类轨道

之间的内部流通，使得用人制度分组出现科研胜任力主

观“选择偏见”，Z大学的“3+3”预聘“自然实验”环境消

失。Z大学预聘期3年的合格条件为2篇B级及以上论

文和1个国家级课题（此后简称“2B论文1课题”）。在考

核机制上，该校采用的是“数数目”的方法。

（三）研究假设与 t检验

本文的研究假设如下：

假设1. 从“质”的角度考察，预聘制教师的高质量

科研产出达成率明显高于同期传统事业编教师。

假设2. 从“量”的角度考察，预聘制教师的平均科

研产出明显高于同期传统事业编教师。

为检验假设1，本文对2012—2015年间在主干学

科入职的两组教师的职后3年内达到“2B论文1课题”

的累积百分比进行了t检验。

为检验假设2，本文对2012—2015年间在主干学

科入职的两组教师的职后3年内的平均科研产出进行

了t检验。在计算平均产出时，本文在对Z大学的科研

论文及项目的折算规则进行简化后，将每位研究对象

的产出换算成了积分。

（四）研究结果稳健性检验

本文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来验证“自然实验”

法研究结果的稳健性。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再次检验

两个研究假设，必须首先通过计量方式尽可能地排除

用人制度外的其他因素对青年教师科研产出的影响。

过往有大量的文献对影响教师科研产出的因素

进行了研究与分析。基于这些丰富的研究，布兰德

（Bland）等[4]提炼出学术产出分析框架，将主要影响因

素归纳为组织环境、领导者以及个人三个层面。本文

是案例研究，因此主要选取了个人层面的客观因素进

行可比基础控制。文献中常见的对教师科研产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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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个人层面客观因素主要有四个：年龄[16]、性

别[17-18]、学科[19-20]以及职称[21]。本文研究对象绝大部分

为讲师，因此在进行多元因素控制时只采用了年龄、

性别和学科三个客观因素。本文用于验证研究结果

稳健性的2个因变量与5个自变量设置见表1。

表1 变量与变量的衡量方式

（五）数据来源与相关说明

1. 数据来源。本文中所采用的科研论文数据主要

源自Z大学科学研究部2008—2018年《科研成果年鉴》。

课题数据主要源自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项目查询

数据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项目查询数据库和中

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项目查询数据库。

2.关于青年教师的定义。本文中的青年教师是指

博士毕业后三年内进入Z大学工作，且入职前从未在

高校教学或科研岗位有过工作经历的教师。

3.关于科研产出“质”与“量”的定义。本文遵从Z

大学预聘制度的政策逻辑，将科研产出的“质”在论文

方面定义为B级及以上，在课题方面定义为国家级。

科研产出的“量”则依据Z大学的论文与项目折算规

则，将青年教师C级及以上论文以及国家级课题折算

为积分。关于科研产出“质”与“量”的内涵，本文出于

研究需要在此仅提供一种参照思路，未来相关研究可

根据自身理解，进行灵活定义。

4.学科说明。Z大学是一个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主

体的高等院校，本文的分析范畴主要集中于该校经

济、法律和管理三个主干学科。

五、研究结果

（一）自然实验法对研究假设的检验结果

1. Z大学预聘制对青年教师科研质量的影响

2012—2015 年期间，在经济、法律、管理三个学

科，Z大学招录了40位预聘制青年海归，129位事业编

教师。3年聘期结束后，40位年薪制教师中仅有6位

完成了“2B论文1课题”的科研任务，达成率15%；用

同样的标准去衡量129位事业编教师，37位达到了该

条件，达成率28.6%。表2是对两个样本达成率的t检

验结果。

表2 Z大学预聘制与事业编教师

在科研产出“质”方面的t检验

表1显示，Z大学预聘教师与事业编同僚在“2B论

文1课题”的科研质量达成率方面的确存在显著差异

（p<0.1），但方向却与预期相反，因此本文研究假设1

“Z大学预聘制教师的高质量科研产出达成率明显高

于同期传统事业编教师”不成立。

2. Z大学预聘制对青年教师科研数量的影响

青年教师C级及以上的论文以及国家级课题根据

Z大学的相关规则被转换为积分后，两个不同用人体

制下的职后3年人均科研产出出现了显著差异。表3

是对两组平均科研积分的t检验结果。

表3 Z大学预聘制与事业编教师在

科研产出“量”方面的t检验

表3显示，两类青年教师在职后3年的人均科研

产出“量”方面的确有显著差异（p<0.01），但该差异的

方向也和Z大学聘任改革预期的方向截然相反。事业

编教师的平均科研产出为27.24分，从数值上明显高

于预聘教师的14.375分，两者之间相差12.865分。因

此本文研究假设2“预聘制教师的平均科研产出明显

高于同期传统事业编教师”不成立。

当然，“2B论文1课题”的聘期评价标准很可能极

大程度引导了预聘教师群体的期刊级别投稿意向，而

事业编教师在普通职称晋升要求下，并无这方面的顾

虑，因而可以积跬步。此外，由于Z大学预聘教师均为

海归博士，而哲学社会科学的海归教师通常需要较长

的时间适应国内的学术与论文发表生态，可能也是引

致Z大学预聘教师整体表现不如预期的一个重要原

因。但无论如何，Z大学聘任制改革尝试通过“不合格

即走”提升青年教师科研产出“质”与“量”的政策逻辑

并没有通过实践检验。

（二）研究结果稳健性验证

首先，本文从“质”的角度对相应研究结果进行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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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性验证。职后3年“是否达到‘2B论文1课题’”是因

变量。这一变量为0-1分布的离散变量（哑变量），取

值为1代表该教师达到“2B论文1课题”的考核标准，

取值为0代表该教师未达到考核标准。用人制度、学

科、年龄、性别为自变量。由于因变量为0-1离散变

量，本文采用Probit模型对假设1研究结果进行验证，

具体函数如下：

（1）

其中，Y1为青年教师是否达到“2B论文1课题”的

考核标准；discipline 为所在学科，age为年龄，gender 为

性别，tenure为用人制度，以上四个变量均为自变量；

β1至β4为各项自变量的系数，系数如果显著则代表存

在显著差异，反之亦然；α1为常数项；ε1为残差项。

同理，在从“量”的角度对相应研究结果进行稳健

性验证时，本文以科研产出积分为因变量，以学科、年

龄、性别、用人制度为自变量。基于Z大学科研论文及

项目的折算规则，计算出2012—2015年入职的青年教

师职后3年的产出积分，构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中的

科研产出“量”这一连续因变量。由于因变量为连续

型变量，此处采用经典线性回归模型（OLS）进行分析，

具体函数如下：

（2）

其中，Y2为积分变量；β5至β8为各项自变量的系

数，系数如果显著则代表存在显著差异，反之亦然；α2

为常数项；ε2为残差项；其他符号意义同公式（1）。

如表4所示，在排除了年龄、性别、学科等对青年

教师科研产出的客观影响后，Z大学的预聘制无论是

在影响青年教师科研产出的“质”方面，还是在影响其

“量”方面，均没有发挥出预期的作用。与自然实验法

的研究结果一致，都是事业编教师的科研表现高于预

聘教师。

多元线性回归的其他分析结果与现有文献中相

关研究的发现也保持了高度一致。例如，年龄、性别

对科研产出的“量”具有明显影响作用。尤其是性别，

尽管男女教师在Z大学的科研“质”的定义下，差异并

不明显，但男性教师职后3年间平均科研积分明显高

出女性教师（p<0.01）。

但是，在现有文献中引人注目的科研产出学科差

异性，在本研究中却并不明显③。如表4所示，当以经

济学为参照时，管理学和法学青年教师无论是在科研

产出“质”还是“量”方面，均未表现出明显差异（p>

0.1）。该发现比较反直觉，因为尽管经济、管理和法学

都是Z大学的主干学科，师资队伍实力雄厚，但是法学

囿于其海外期刊偏少，国内发表生态相对保守等因

素，其青年教师的科研产出从整体而言，理应比经济

和管理学科困难一些或者缓慢一些。然而多元线性

回归分析结果却并不支持这一感知。

本文课题组于是深入到数据微观层面寻找该“反

直觉”结果的可能原因，发现2012—2015年期间，Z大

学法学学科队伍补充数量极少。2012—2015年间，该

校经济、管理、法学三个主干学科招录的169名青年教

师中，仅有15名来自法学学科。但这15名教师却是

自2007年Z大学岗位评聘管理改革以来法学学科中

整体实力最突出的一批教师。到2020年，已经有1名

入选国家级人才工程，1名入选校级人才工程，4名正

教授，8名副教授。法学在其他年份段的教师均未表

现出如此强劲的整体发展态势。

六、研究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本文利用Z大学珍贵的自然实验研究机会，沿着

该校聘任制改革中预聘部分的特有政策逻辑，以“2B

论文1课题”和职后3年内科研积分为因变量，检测了

预聘制度对青年教师科研表现的影响。预聘制度的

“不合格即走”设计并没有发挥出有效的激励作用，无

论是聘期科研考核条件达成率，还是从人均科研积

分，预聘教师均呈现出显著不如事业编教师的局面。

Z大学试图通过“保住饭碗”这一压力杠杆在青年教师

群体以更短时限获得更多高水平科研产出的尝试失

败，其政策逻辑不为实践所支持。本文虽然仅为案例

表4 多元线性回归对自然实验法研究结果的验证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表示 p < 0.1，**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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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但环视当前我国高校的聘任制改革，不难发现，

持有与Z大学类似政策逻辑的高校大多遭遇了相似的

结局。例如，W大学2014年在部分学院启动“非升即

走”式预聘制改革，要求3年内完成多篇A级期刊论

文，至2017年聘期结束时，近200名预聘教师中仅有4

名顺利晋升长聘制，保留率不足5%④。该结果经媒体

报道后，引起舆论界一片哗然。

为什么同为聘任制度，在他国体系运行良好，被

全球众多一流研究型大学学习借鉴[22]，而在我国高校

却频频遭遇滑铁卢，多个聚焦于评估我国实施该制度

效果的实证研究并没有发现其在科研产出提升方面

的显著影响？这与该制度在他国与我国的不同发展

历史有很大关系。域外终身教职制度先于20世纪初

出现，再于20世纪中后期在该制度的评价内容中提出

清晰明确的科研要求[23]，形成了终身教职、职称晋升与

科研要求一体化的格局。但与域外终身教职制度发

展的历史轨迹不同，我国是先于21世纪初出现以明确

清晰科研要求为特征的职称评审制度，再于近年出现

“预聘—长聘”制度，职称晋升、预聘制度对教师科研

产出的影响呈先后格局，而非一体化。因此，要检验

预聘制度对青年教师科研产出的影响必须首先将其

从职称晋升制度的影响中剥离。

职称晋升制度虽然不实行“非升即走”，是一个带

有选择性质的激励制度。但对于大多数高校，尤其是

当前实施“预聘—长聘”制度的教育部直属高校的青

年教师而言，由于整个群体在职业生涯初期的升职愿

望强烈，职称晋升制度已经从表面的激励性质演变成

为实质上的压力性质。“青椒”这一高校青年教师的别

称在21世纪初出现就是对其生活与工作“窘”境的形

象描述，其中包括面临由职称晋升所带来的极大科研

压力[24]。在这种情况下，聘任制加入后所能影响的其

实仅是在职称晋升制度辖下可能选择不升职或者升

职速度很慢的青年教师。而在我国的研究性大学里，

这部分青年教师只是极少数而已。

本文同时也揭示，试图通过加大压力程度刺激人

均科研产出的逻辑在我国当前研究型大学不为实践

所支持。域外体系终身教职制度通用模式的评价标

准为6年内晋升副教授，这是其经过大半个世纪发展

而演进出的共识。无独有偶，根据李爱萍、沈红[25]基于

“2014大学教师调查”的数据，发现我国高校青年教师

从讲师至副教授的平均升职年限约为5.5年。同样，

在Z大学，90%的副教授于6年内从讲师晋升副教授。

也就是说，尽管域外域内各高校的副教授晋升具体条

件千差万别，但是该条件的内涵以及在6年左右实现

该内涵是一个比较符合各校青年教师实际科研“速

率”的压力设置。但当该压力设置被提高一倍或更

多，比如3年内晋升副教授，正如Z大学、W大学所呈

现，青年教师的聘期条件达成率出现断崖式下降。科

研劳动的产出质量与数量激励并不能简单套用车间

逻辑。更何况即使在车间逻辑的可适用领域，压力与

产出其实也并非线性，而是倒“U”形关系，当压力大到

一定程度时，其对产出刺激的边际效应将越来越弱。

综上，本文建议已经实施和即将实施“预聘—长

聘”制度的大学，专注于该制度的人才筛选逻辑初衷，

尊重自身于长期实践而摸索出的职称晋升压力单位，

使用好预聘制度，将之前受事业编“铁饭碗”保护的不

能胜任之人以及懈怠之人清除出队伍。

七、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探

索与完善。最主要的局限在于样本代表性。囿于人

事制度改革效果评估类研究难以获得不同轨道教师

的精准数据，本研究不得不将研究范围限定于案例分

析。Z大学作为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文科院校，其

聘任制教师的表现难以代表其他学科的教师；进而聘

任制在该校的实施效果在推广至其他类型高校时也

必须谨慎。此外，Z大学自然实验条件下聘任制教师

40人规模过小，与事业编129人进行比较有一些潜在

的统计学隐患。建议后续研究采用“大数据”策略缓

解样本代表性问题。利用爬虫等大数据技术，辅以问

卷、访谈等其他方式，尽力精准捕捉实施某类“预聘—

长聘”政策逻辑的高校青年教师的人事与科研信息，

运用准自然实验法检验该类政策逻辑的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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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1993年出台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②Z大学2016年“海归教师绩效分析报告”显示，该校2012年以前入

职的海归教师，其人均科研产出和同时段事业编教师无显著差

异。由于该报告中海归教师数量少，且入职时间间距较大，因此

该报告仅用于校内相关决策参考，并未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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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该学科差异性不显著有前提条件，即是在Z大学经济、管理、法学

这三大主干学科之间相互比较。但是在本文课题组的基于全校

同时段（2012—2015年）入职青年教师（即全样本）职后3年的分

析中，学科差异呈显著（p<0.01），且主干学科青年教师的平均科研

表现优于非主干学科。鉴于本文研究主题，该研究结果并未在正

文中进行报告。

④资料来源：http://k.sina.com.cn/article_5545466650_14a891b1a0190

0d7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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